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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图画文字说”的原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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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8世纪，威廉·瓦尔博顿在《摩西的神圣使命》中提出了人类文字“图画而文字”的理论。

它就是风行于20世纪的“图画文字说”的原始版。从普通语言学原理出发，不难看出，单纯的“图画”由

于无法满足“文字”的基本成立条件，所以永远不可能“变”成“文字”。并且，迄今为止所有的材料也都不

支持“图画而文字”的理论。因而，瓦尔博顿提出的“图画而文字”的假说，是一种错误的文字起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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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画文字说”，即认为人类文字(包括汉字)起源于某种整幅的图画的理论，首创于18世纪的

欧洲;至20世纪中期，由于普通文字学的奠基之作— I"J"格尔伯《文字的研究》一书的倡扬，一跃

成为20世纪最具权威性的人类文字起源理论，并形成了长期而广泛的影响。

    1992年，美国女学者D"S"白瑟拉托的力作((文字之前》问世，该书以极其翔实的考古资料，证明

了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字，其前身并非什么“图画文字”，而乃计数用的陶筹〔1](pp.l一13),

从而直接推翻了由其同胞格尔伯构建的所谓普通文字学模式〔2] (pp. l - 22)的基础— 图画文字说，
并引动了世界语言一文字学宏观研究领域对格尔伯整体模式的适应范围的重新思考。

    笔者认为，在“图画文字说”两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实际形成了两个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

“版本”:18世纪的“图画文字说”，以“符形法”为分类依据，覆盖范围限于人类文字起源范畴，乃其

“原始版”;20世纪的“图画文字说”，改以“语段法”为分类依据，其本身成为普通文字学整体模式的

基础，该模式的覆盖范围扩大至整个人类文字发生发展范畴，是为“现代版”。然而，一条内在的主

线— 深层理论层面的“单源论”思想，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决定了两者的同质性。

    本文尝试从普通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图画文字说”的“原始版”— “图画而文字”的理

论进行剖析，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溯 源

    “图画文字说”的“原始版”— “图画而文字”的理论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

    1738年，威廉·瓦尔博顿— 英国格洛斯顿郡的一位未来主教，在《摩西的神圣使命》一书中提出
了人类文字是由“叙事图画”演变而来的理论。当时，瓦尔博顿所据的材料有三:一是墨西哥印地安

人，即阿兹特克人的助记式图形文字;二是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第三就是汉字。他认为，这三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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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类文字起源时期的三个发展阶段:阿兹特克人“粗糙的图画文字”(助记符号)实际产生的时代最

晚，然而其形式最原始，因而将其排为第一阶段;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已用比喻表达抽象概念，而且符号

已相当简化抽象，是为第二阶段;汉字剔除形象，符号简单，然究其本源，概由“图画或形象”而来，是为

第三阶段。就这样，一个由纯粹的“图画”通过画面符号逐步分解— 化整为零、由繁而简— 而最终

转变成文字系统的假想，一种带有原始期简单粗糙特点的文字进化论，就此诞生了[[II(pp.4一6)。这一

理论，就是两百年后在人类文字起源研究领域中被奉为圭泉的“图画文字说”的祖型。

    瓦尔博顿的图画文字说，大胆地突破了时间、空间及民族的界限，把全人类文字作为一个总的

研究课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在文字材料本身提供的证据的基础上进行推测而导出的文字起源

理论之一。它(们)的诞生，意味着人类告别了“神创文字”的蒙昧时代，进人了科学探索的轨道，其

历史意义是重大的。然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一模式是考古学的“浪漫时代”之前的产物之一，

带有明显的原始、粗糙的特点和空想的成分，不可能具有较高的实证意义[3](p.7)— 在当时，埃及
文字尚未释读成功，汉字甲骨文系统尚未发现，而阿兹特克人的文字，人们也所知甚浅。在这样的

条件下构建的人类文字起源模式，当然不可能具有高度的科学性。

    瓦尔博顿的图画文字说从诞生之日起，就同后来影响颇广的“符形法”及“单源论”捆绑在一起，形

成了三位一体的共生关系。具体而言，其一，在方法层面，它以“符形法”为支柱:瓦尔博顿把产生于不

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三种文字归到一起，变动它们实际的时代序次，并得出图画而文字的结

论，显然首先出自这样的设想，即人类文字是由“图画”不断简化而形成的。符号外部形状的繁简度，

应该与文字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对应，因而，可以根据文字外形的繁简度确定文字本身的进化程度。这

就是图画文字说在方法层面的支柱— 符形法的基本内容。其二，在理论层面，它以“单源论”为支

柱:瓦尔博顿的“图画而文字”的假说如此这般的构筑，需要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即人类文字必须是

单一起源并单一流向的— 否则，瓦尔博顿所提出的证据链(即以“阿兹特克的叙事图画~古埃及圣

书字~汉字”所代表的文字起源演变过程)完全有可能根本无法构成(例如，可以从文化类型、语言类

型的差异等角度解释这三类前文字形式的不同)，而所谓文字起源阶段符号外形由繁而简的变化的结

论，也就不能成立— “图画文字说”就不攻而自破了。所以，正是由于“图画文字说”同“符形法”及

“单源论”的三位一体的共生关系，使“图画文字说”在18世纪以后从形形色色的文字起源假说中脱颖

而出，在人类文字起源研究领域形成了长期的世界性影响— 此为后话。

二、理论剖析

    从普通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出发，不难发现，“图画文字说”的原始版、即瓦尔博顿于二百余年前

提出的“图画而文字”的假说，是一种错误的、空想型的理论。

    “图画而文字”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图画范畴与文字范畴的界限。

    图画是一种造型艺术，文字是一种符号系统。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从而，两者的表达方面的

功能也就完全不同:图画的功能是表形;文字的功能有二— 表音(直接功能)和表意(间接功能)。

    作为一种造型艺术的图画，其特点是通过线条、色彩等手段来塑造书面形象。任何图画，都是

以书面形象的存在为其成立的惟一条件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根据色彩、光线、材料、用

途和表现法等种种因素，把图画分为多种的类型，但万变不离其宗:任何存在于二维平面的形象，都

可归人图画范畴。同时，由于“形象大于思想”，画面形象不能限定观赏者的理解和解释的向度和范

围，从而决定了图画不可能与语言(包括语义和语音)产生固定的联系。也就是说，任何画面，观赏

者都可以在书面形象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相对自由的理解，包括一些个性化的演绎，甚至包括别出心

裁的解释，而不受语言类型、语言层级和语言单位的约束。所以，图画的功能是通过线条、色彩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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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而塑造书面形象，可简称为“表形”。

    根据现代语言学基本原理，文字是一种以书面形体为能指，以所记录的语言为所指的视觉符号

系统。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社会中最基本的交际工具之一。其特点与图画大不相同。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文字成立的条件与图画不同。符号的成立，需要三个因素:能指、所指、以

及能指同所指之间的约定关系。具体而言，文字这种符号，是以书面形体(包括肖生象形的具象式

形体)、语言、以及语言和书面形体之间的约定关系这三者的同时并存为其本身的成立条件的—

若缺其中之任何一项，文字本身就不存在了。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文字的和语言的联系方式与图画不同。系统的构成有两个条件:第一，

它必须由多个基本单位组成;第二，这些基本单位不是一盘散沙，而是相互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内在

联系。具体而言，文字这种系统，由于其所指— 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以语音为能指，以语义为

所指，以词为基本单位)，所以，文字系统中的基本单位，必然以记录语言的基本单位— 词为目标;

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以语言与文字惟一的联系纽带— 语音为中介。也就是说，任何文字，必

然与语言中的词形成两个层面— 语音层面和语义层面— 的固定联系。从而，文字的能指—

字形，首先必须与一定语言中词的语音框架的编码基础层的单位(音节或音素)对应(即形成固定联

系)，才能构成文字系统自身的基本单位— “字符”O [4];然后，根据该语言的词音框架的结构，用

同步或分步的方式，完成对词音框架完成层的记录，构成文字系统中的“词符”。

    也就是说，从功能的角度来看，任何文字必然具有两项功能:表音和表意。表音为文字的直接

功能，表意为文字的间接功能。

    综上所述，图画跟文字的主要差异可分列如下:(1)成立条件不同。(2)与语言的联系方式不

同。一是与语言中词的联系方式不同，二是与词音框架的编码基础单位(音节或音素)的联系方式

不同。(3)基本功能不同。在这些差异中，最基础的差异是成立条件的差异。所以，任何图画—

无论其画面是整幅的还是分解的、繁复的还是简单的、抽象的还是具象的— 假如不与语言中的词

形成固定的联系，就必然与文字绝缘— 当然，也就必然与文字的起源无关。

    瓦尔博顿的“图画而文字”的假说，显然由于没有认识到“图画”与“文字”的根本差异，从而错误

地把文字的起源建立在“图画”画面由繁而简的演变的猜想之上，并错误地设立了根据符号外形的

繁简度来衡量文字发展水平的判断标准。殊不知，图画的性质决定了其功能止于“表形”，而无法与

语言中的词构成固定的联系;而文字的性质决定了其功能为表音和表意，其字形必然与语言中的词

及其语音框架的编码基础单位构成固定的联系。因而，单纯的图画。无论其画面如何分解，都是没

有可能“变”为文字系统的。

    文字是一种视觉符号系统，文字符号的外部形状，自然而然地会成为人们首先关注的目标。然

而，科学的发展告诉我们这样的基本知识:世界上一切事物，其根本的性质不是取决于其外部形状，

而是取决于其内部结构。许多学科研究的历史也说明，单凭外部特征进行的研究往往产生于某个

学科发展的初期阶段，是学科研究尚未成熟的表现之一。因而，单凭外部特征进行的研究— 包括

文字发生学的起源研究，应该说是属于比较肤浅的研究层次。笔者认为，瓦尔博顿的“图画文字

说”，就是人类文字起源研究领域中一种带有初创阶段的不成熟特点、一种在理论层面存在明显的

基础性错误的假说。

①“字符”，指文字系统的基本单位。在单音节孤立型语言的文字系统中的字符为“字”，在多音节曲折型语言的文字系统中的

  字符则为“字母”。详参拙著《图画文字说与人类文字的起源— 关于人类文字起源模式重构的研究》的第十一、十二和十

  三章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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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材料检验

    “语言学归根结蒂属于实证性科学，简言之就是，所得出的理论和所归纳的语言规律是从语言

事实中来的，并且还要再回到语言事实中去接受检验。;[51(p.76)所以，“图画文字说”能否成立，还

应接受文字起源阶段的事实的检验。

    自瓦尔博顿以来，学者们提供的所谓支持“图画文字说”的材料，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

正式的自源文字系统提供了上溯式推测基础的“前文字”文物;第二类是通过各种途径发现的、产生

相当于史前社会形态下的“表语的图画”;第三类是史前岩画中的“表意的图画”。

    我们的讨论首先从史前岩画中的“表意的图画”开始。迄今为止，世界各地已发现了大量的史

前的“图画”— 岩画，其数量是十分惊人的，例如，著名的梵尔卡莫尼卡岩刻已发现的岩画的图形

数量就多达十几万个。有意思的是，假如从世界范围观察，就会发现岩画的消亡与人类文字系统的

产生，有着规律性的对应关系:岩画出现的时间，大致距今四五万年左右;其消失的时间，与世界上

最早的自源文字系统的诞生(约距今五千年左右)大致同步— 一旦文字出现，岩画就会逐渐消

失①[61(pp.2一11)。这一规律说明，岩画图形的演变，确实是检验“图画而文字”假说的重要证据:假
如瓦尔博顿的“图画而文字”的假说是正确的，那么，所有的岩画应该都能自然发展成为文字系统，

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其符号的外部形状应该都呈现出逐步简化的规律。然而，现代岩画学的研究成

果提供了以下两点结论:第一，所有的史前“图画”在历史的进程中，其符号外部形态并不存在由整

而零、由繁而简的发展规律〔71 (pp.%一98);第二，绝大多数的岩画与后来的文字系统没有直接关系。

而极少数与后来的文字系统有渊源关系的岩画，则说明了只有那些与语言中的词及其语音框架的

编码基础单位(音节或音素)形成有规律对应关系的岩画图形，才有可能被后来的文字系统所采纳。

可见，现代岩画学的研究成果，不支持“图画而文字”的假说。

    其次，我们来讨论通过各种途径发现的，产生相当于史前社会形态下的“表语的图画”。其典型

的代表，是美国学者在对北美印地安语调查中发现的北美印地安人的所谓“图画文字”材料。这一

类材料由于有相应的实际语言为证，其“表语”功能是可以确定的。遗憾的是，其中的绝大部分无法

确定其“前文字”的“身份”— 因为材料过于粗疏，未能证明它们能够发展成为正式的文字系统。

在这个课题上，中国学者近年来的研究则是富于启示性的。他们的研究表明:其一，“表语的图画”

并不能直接记录一个语言学意义上的“句子”，而是主要通过图形符号与一个或几个有限的“词”的

联系，来唤起阅读者(主要是巫师)们对整幅图画或早期文字的联想式理解或回忆〔8] (p.50);其二，
其中那些基本可确定为“早期文字”的，由于所记录的语言的结构特点不同，其发展前景仍是不同

的②[91(pp.42 -47)。因而，就总体而言，第二类材料— 语言活动中收集的“表语的图画”，同样无
法支持“图画而文字”的假说。

    这样，第一类材料— 以正式的自源文字系统为基础进行上溯式推导而确定的前文字材料的

讨论，应该是检验“图画而文字”观点的最重要的证据。迄今为止，这类材料有4种:苏美尔楔形字、

古埃及圣书字、华夏古汉字和“活着的象形文字”— 纳西东巴文系统。

    中国著名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古汉字、圣书字、楔形字等古老文字体系

①需要提请注愈的是，岩画学界把岩画称为“文字前的文字”，其实是一种比喻，而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学术语命名，不能

  把它错当作文字研究领域的事实。

②例如，我国的沙巴文就与东巴文的发展前景大不相同，参见孙宏开《尔苏沙巴图画文字》，《民族语文》1982年第6期，第44-

  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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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些原始文字里，都有大量假借字⋯⋯在文字形成的过程中，表意的造字方法和假借方法应该是

同时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只是在表意字大量产生之后，假借的方法才开始使

用⋯⋯可以说，跟图画有明确界限的表意字和假借字的出现，是文字形成过程正式开始的标志。”

[10](p.5)众所周知，“假借”是以词为单位的，所以，裘锡圭先生的这番话如果可以成立，“图画而文
字”的理论就被彻底否定了。

    下面我们以这四项文字在起源阶段的事实来检验“图画而文字”的假说。

    苏美尔楔形字系统曾被格尔伯奉为人类最早诞生的文字系统，也是人类文字必然经由“图画文

字”而起源的典型范例。然而，史蔓特·白瑟拉托的研究证明，苏美尔楔形字系统的起源过程如下:

公元前8000年左右，人们开始用陶筹— 由粘土捏成的各种形状、代表各种事物的标志— 记数

记事，此后五千年中无大变化。公元前4000年末，苏美尔社会开始了由“野蛮”向“文明”转化的进

程，与此同步，陶筹也开始了由“朴素陶筹”向“复杂陶筹”的转化:不但陶筹本身出现了形形色色的

孔洞和刻道，而且被串连起来或包裹在空心泥球(hollow clay envelopes)里保存。之后，应该是为了
便于复查，人们开始直接用陶筹在泥球上压印，然后印封。这样，从泥球上的印迹就可以知道里面

陶筹的形状和数目。既然印迹可以取代陶筹，空心泥球自然演变成为实心泥板，陶筹在泥板上的形

形色色的压印形状，也与语言中的主要词类发生直接联系。于是，陶筹系统突变成为象形文字系统

— 两河流域最早的文字系统诞生了。后来，为了刻契的方便，人们又改用芦苇笔把陶筹印在泥板

上，泥板上的象形文字演化成“失形”而“得意”的楔形文字系统[1](pp.4-16)。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在苏美尔楔形字系统形成的最初阶段，就出现了文字单体符号之间的“假借”现象[[111(pp.59-66)0
可见，在苏美尔楔形字系统起源的过程中，并没有经历过由整幅的图画逐步分解成为文字的历程。

    古埃及圣书字的前文字文物，如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的“纳尔迈调色板”等，一般被认为是图画文

字的典型例证。20世纪后半叶，关于圣书字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1982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

的阿奈特，出版了《埃及象形文字的先王朝起源》一书。在该书中，阿奈特根据年代约为公元前

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一批遗址出土的材料，对古埃及文字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见解。阿奈特

提出，在先王朝时期居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上的绘写、浮雕或刻画的符号，是古埃及圣书字系统的

前身。古埃及文字系统中两个层级的符号— 字符(辅音字母，如k,y,p,n,r,h,6,t等)和词符(如
“土”“星”“灵魂”等)，都能在陶器符号里找到源头。并且，后来的辅音字母符号，正是通过“假借”形

成的[[121(pp.19 - 25)。可见，“纳尔迈调色板”之类的所谓“图画文字”，并不是古埃及圣书字的最早
形式，也不是由于整幅的图像无法分解而形成的，而应该是圣书字系统诞生前夕— 与统一的奴隶

制国家同步诞生— 古埃及人在探寻不同层级的符号的相应书面表达形式的过程中出现的特定现

象。所以，古埃及圣书字的起源过程，同样也不支持“图画而文字”的说法。

    至于汉字的起源，由于起源关键阶段的材料奇缺，国内专家曾长期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令人振

奋的是，近年来关于“活着的象形文字”— 纳西东巴文系统的研究成果，可弥补这一缺憾。由于纳西

语与汉语都属于单音节孤立型语言，根据语言一文字类型学的原理，两者的自源文字系统— 汉字系

统与东巴文系统，可以互证。一般认为，东巴文系统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于汉字甲骨文系统发展水

平的前一阶段。换言之，东巴文的现状，大致可反映殷商甲骨文之前的汉字发展状况。

    东巴文起源过程各个阶段的材料大致具备，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证据链。研究表明，东巴文一开

始就确立了图形与词结合的基本原则，并使用假借字来弥补“字”之不足。之后，它通过不断扩大假

借‘1袱比例的方式，逐步从省略式记录的“前文字”，发展演变成为完全式记录的“正式文字系统”

[131(pp.118 - 134)。在达到100%记录的东巴文应用性文献中，假借字的比例一般在70%-80%，最
高的达%% [141(pp.608一636)。可见，东巴文的起源，没有经历过“图画而文字’，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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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期 何 丹:论“图画文字说”的原始版

    汉字个体符号的滥筋①，可追溯到距今八千年左右的两类符号:一类是以甘肃大地湾遗址的彩

陶上的刻符为代表的抽象的、方折形的符号;另一类是以河南贾湖遗址的甲骨上的刻符为代表的肖

生象形的符号。前者有序地演变成为西安半坡、临撞姜寨上的刻画符号系列，后者则似乎跳跃性地

发展成为大坟口陶器上的图像。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史前时期的最后阶段— 龙山文化晚期的

良清文化遗址中，出现了玉器和陶器上的成组的刻符，融会了以上两类符号，并以象形符号为主。

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古文字学界的主流意见是:大汉口一良诸文化的组合式刻符，其实都可

分析为单体符号，它们虽然也许并非与汉字甲骨文“一脉相承”，但两者之间的联系，显然是可通过

文字和文化的多方推导而间接证明的，所以，这些刻符应该能代表汉字正式系统的前驱形式。由于

殷商时期出现的甲骨文系统已十分成熟，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高比例的假借现象— 高达70%以

上。这样的特点，显然与东巴文系统的基本特点是一致的。并且，由于东巴文系统尚未确立完全式

记录原则，而汉字甲骨文系统已经确立完全式记录原则，从而进一步说明了汉字系统与东巴文系统

是可以递相证明的:东巴文系统可看作甲骨文系统的前驱阶段，甲骨文可看作是东巴文的后续阶

段。所以，可以确定，汉字在其起源过程中没有经历过“图画而文字”的阶段。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关于人类文字起源阶段的材料，都不支持“图画而文字”的假说②。

    综上所述，“图画文字说”的原始版— 两百余年前瓦尔博顿首创的“图画而文字”的假说，既不

符合普通语言学的原理，也不符合文字起源事实，因而，是一种错误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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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需要注惫的是，“个体符号”与“文字系统”是两个概念。

②限于篇幅，本文的具体例证材料大多不得不“割爱”。有意者可详参拙著《图画文字说与人类文字的起源— 关于人类文字

  起源模式重构的研究》的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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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Writings Originating from Pictures"

                                            HE Dan

(Departni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7，China

Abstrac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William Warburton, future bishop of Gloucester, introduced the first

evolutionary theory of writing. He argued that all scripts originally developed from narrative drawings that in

time became more and more simplified and developed into abstract characters.The theory was presented in

Warburton’s book Divine Legation of Moses，published in London in 1738。Warburton based his theory on the

three scripts:"Mexican paintings" (Aztec codices)，Egyptian hieroglyphs，and Chinese characters，which he

viewed as representing three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writing. According to him, the Mexican paintings

illustrated the first stage.The second stage，exemplified by the Egyptian script hieroglyphs，conveyed more

abstract ideas场analogy or metaphor.And the Chinese "refined hieroglyphs" marked the third stage.Thus，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Pictographic Theory "Writing originated from picture" came in to being.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general philology, the theory "Writing originates from pictures" is wrong, It

mixed up the fundamental conception of picture and writing. Picture is an art, and writing is a system of sign.

They belong to different categories, with three differences as follows:

    1.The difference in the requirement for their establishment;

    2.The difference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words; and

      3.The difference in their function.

    If it cannot establish a regular relation with a word in one language，therefore，any picture would never

change into a part of the writing system.

    To date, no material evidence of the origin of writing一whether it is the Sumerian system, the Egyptian

system，the Chinese system, or the Dungba system一has ever supported the said theory.The conclusion is thus

reached that the viewpoint "writings all over the world originated from pictures" is wrong.

Key words: general philology; Pictographic Theory; original edition; analyse; test and verify

    本刊讯 2004年6月25日至28日，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浙江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三农”问题国际研

讨会在浙江大学隆重召开。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共两百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在25日的开幕式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福格尔教授，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分别作了

题为“经济增长的变化本质”和“促进农村发展的几点战略和政策思考”的演讲。此外，本次会议围绕农村发展

中妇女的地位与作用、农村人口转移、农民收人增长、农地制度与资源利用、农业产业化与组织制度、税收与金

融、生产与市场效率、农村劳动力市场、经济转型与制度创新、WTO与农产品国际贸易、投资环境、贫困与差距、

乡村管理、经济利益与收人分配、城乡统筹与“三农”问题、农村性别差距、农民的社会保障、中国与世界经济、乡

村民主建设与村民自治、粮食安全等二十个专题展开了近百场研讨，与会专家学者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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